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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者意图也是法官必须解释的重要内容。甚
至可以说“司法中的法律解释不限于对法律文
本的解释，甚至主要不是对法律文本的解释”，
法官要理解法律的真实含义，就不能仅以处于
历史孤立状态中的法律文本为依据，而应当以
当下经济、社会、文化等整体观念为背景，兼顾
法律规则与个案情况，进而“创造性地构思出
一种与普遍渗透于法律之中的正义原则最为
接近的法律，从而维护整个法律体系的统一
性”。
（二）解释方法是否存在序列。在解释的方
法上，通常的解释方法包括语义解释、语法解
释、逻辑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目的解释、
社会学解释等。其中最为常用的是语义解释、
语法解释、逻辑解释，这些也被称为平意解释。
这几种解释方法的对象都不超出法律文本的
范围，或者说，都是仅仅依靠法律文本所传递
的符号信息来确定法律意义的解释方法，故具
有明显的形式主义。其中语义解释、语法解释
以及逻辑解释具有严格的优先性，若这些解释
的条件得到满足，就必须优先被采用；只有具
备足够的理由对这些解释的结果表示怀疑时，
才考虑适用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或目的解释；
因为这些解释所需信息的来源和范围十分广
泛，也十分复杂，对法官的要求十分苛刻，通常
要求法官在做出解释前必须考虑立法者意图、
公共政策、主流公众意见和常识意义上的公平
正义观念。而通常认为，社会学解释是最后的
选择，只有当其他所有解释结果均明显不能成
立时才能适用。
无论法官适用何种解释，最终法律解释的
结果应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
主要是为了限制法官权力，可预测原则则是为
了保障公民权利。因此，法律解释的限度即是
符合自律原则和可预测原则。自律原则主要是
对法律解释权的限制，要求法律解释能为法律
条文含义所涵盖，防止司法权超越立法权，否
定司法立法权。可预测原则要求广大公民对法
律解释的结论不感到意外，换言之，必须是普
通公民根据一般语言习惯都可能预料到的结
论。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公民因为国家司法权
的滥用而遭受打击之苦。
法律作为一种基本的行为规范，应具有基
本指引社会大众的功能。只有这种指引作用得
以发挥，才能使行为人根据法律规范认识到自
己应如何行为，并根据该规范来选择自己的行
为及行为的方式；也只有这样，行为人才能对
自己的行为负责，司法机关对其违反法律规范
的行为进行处罚才具有正当性。而法律解释是
指解释者在法律条文文句所能涵盖意义的限
度内，阐明法律条文的语言意义和内在真意，
同时也要求经由法律解释得出的判决能为社
会大众所理解，既要准确，又要通俗易懂。正如
哈耶克所言，法院判决的关键是能够被预见，
而不在于这些判决的规则能够用文字表达，引
导人们预见这种规则或一般原则的是人们的
“正义感”。
三、“实然”的法律解释
我国法律解释是指最高司法机关在适用
法律、法规的过程中，对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
规的问题所做的解释。无论是从大陆法系看，
还是从英美法系看，我国目前这种法律解释可
以说是闻所未闻的。我国目前法律解释，形式
上类似是二次立法，具有司法法的性质，即司
法机关创制的法。这种司法立法的情形与司法
活动的客观规律是不相符合的。我国司法机关
是实行行政化的体制，在这种行政化的司法体
制下，上下级法院之间不是一种审级关系，上
级法院也不是通过判例来指导并监督下级法
院，而主要通过颁布各种法律解释及司法行政
文件来指导下级法院。
我国的法律解释与英美法系的法律解释
是存在较大差别的。首先，我国的法律解释由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由最高人民法
院发布，其他各级人民法院都没有法律解释
权，最高人民法院所发布的法律解释对其他各
级法院具有当然的法律效力，因为最高法院掌
握最终的审判裁定权力，下级法院出于自身利
益的考虑，只能依据最高法院的法律解释进行
审理。而英美法系国家的法院一般都有法律解
释权，法律解释是每个法官审理案件必经过
程。而法官通过法律解释所做的判决对本院以
及下级法院具有约束力。其次，英美法系国家
的法律解释一般只能在法院裁判案件时做出，
它包含在法院的判决之中。而我国的审判解释
一般以抽象的方式做出规定，不需要针对具体
的案件。即使最高法院对案件的具体裁判中有
对法律的解释也不是我国的法律解释。
四、“实然”向“应然”的转化
我国法律解释之所以与英美法系国家存
在较大差异，客观地说，绝大部分是由我国法
律解释错位造成的。“实然”的司法与“应然”的
司法存在较大的距离，其形式更像二次立法。
对此，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合理区分立法解释
和法律解释之界限，正确行使其职能；完善法
律解释的表现形式，削减普遍性法律解释，客
观评价并充分重视个案性法律解释的价值，并
辅之以判例，使个案性法律解释和普遍性法律
解释、刑法判例共同服务于刑事司法实践。”
还有些学者认为，应当引进英美法系的判
例制度，取消最高法院的颁布法律解释的权
力，把我国现行的由最高法院行使法律解释权
的体制转变为由个案法官自主解释的体制。对
此，笔者认为，判例制度是否适合我国的司法
环境，还有待考证，但从我国目前司法队伍的
状况来看，近期内在我国实行判例法是不现实
的。另外，进行法律解释的体制改革也不是一
朝一夕的事情，它需要从制度上和观念上的同
时构建才能促成此转变的实现。
相反，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树立法官对
法律的信仰和对法律文本的尊重。因为法律信
仰是法治的内在驱动力，离开了对法律的信
仰，法治就无从谈起。众所周知，人的思维决定
人的行动，如果作为解释法律、适用法律的法
官没有对法律形成信仰，那么，法官就不能成
为静止的法律条文和具体案件事实之间的桥
梁，国家所立的法将成为一纸空文，法治也就
无法实现。只有法官以虔诚的态度对待法律信
仰，才能真正认识到法律所代表的公平、正义
和平等，才能真正在内心里尊敬法律，从而心
悦诚服地自觉遵守法律，严格依法办事，才能
真正发挥法律的应有之用。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应少写些批复或少做
法律解释，多开庭审理案件，制作有充分理由
的判决书，以其中的判决理由以及判决理由所
形成的规则指导下级法院。这样，成文法规得
到了法院判决的详尽解释；判决理由的详细表
述促进了司法公正；各方当事人与一般公民认
可法院判决从而提高判决的权威性。在此基础
上，可以逐步形成上级法院的判决对下级法院
判决的指导与约束作用。在肯定了上级法院判
例的合理性的前提下，下级法院遇到相同或类
似的案件时，应当做出与上级法院判决相同或
类似的判决。这样做，有利于确保对相同的案
件做出相同的处理，对类似的案件做出类似的
判决，从而逐渐使“实然”的法律解释恢复其
“应然”的面貌。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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